
 

高等教育的婚姻效应：推迟结婚
还是选择不婚？

——来自合成控制法的新证据

刘伯凡 ， 刘  叶
（上海财经大学　财经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    要： 高校扩招使更多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由于教育年限的延长客观上推迟了中国人

口的平均初婚年龄，产生了所谓的“剩男”、“剩女”现象，该政策也被认为是导致新一轮“单身潮”的主要

原因。然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自2003年以来的结婚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且这种上升趋势无法仅通

过人口年龄结构因素来解释。那么，扩招政策究竟对中国结婚率产生了何种影响呢？文章利用合成控制

法得到的结果显示：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结婚率的提高，且对女性的影响要大于男性。研究

表明，扩招不仅提高了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提高了对婚姻市场的匹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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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总体教育水平低下，总人口中文盲的比例约为80%①
。新中国成立

后，政府针对中国人口众多，但基础教育薄弱、文盲率高的特点，展开了大量的基础教育普及

工作。中国基础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升，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文盲率仅为4.08%。在

此期间，高等教育虽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起步晚、水平低、人口基数大等原因，其

整体水平一直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1994年，中国大学入学率

仅为4.6%，远低于当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3%）。改革开放后，大量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

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经济水平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人民对高等教

育的渴望也越来越大。为了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也为了提高社会的人力资本水

平，摆脱低端产业的束缚，推动经济的转型与升级，1999年中国开始大幅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

规模。至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人数达681.5万人，约是1998年的6.3倍。如此

大规模的教育扩展，在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为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就业提

供动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中国的婚姻市场。特别是在当前人口增长缓慢以及老龄化

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和结婚率的影响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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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等教育推迟初婚年龄的观点基本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但高等教育对结婚率的

影响尚存争议。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带来的结婚年龄的推迟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降

低了人们（尤其是女性）结婚的可能性（Lichter等，1991；吴要武和刘倩，2015）；还有一些学者认

为，高等教育带来的经济优势将会提高人们进入婚姻的概率（Ono，2003），并且随着社会经济

压力的上升，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於嘉和谢宇，2013）。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使得年轻人群

的婚恋观与以往相比产生了巨大差别。那么受高等教育的影响，中国年轻人群究竟是选择不结

婚保持单身，还是仅推迟了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呢？根据可获得的人口普查数据和民政局公布

的婚姻数据，本文计算出中国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和粗结婚率
①

，如图1所示。如果多数年轻人

口选择不结婚，那么中国的结婚率应该保持下降趋势；如果多数选择的是推迟结婚，那么平均

初婚年龄会保持上升趋势，但结婚率变动的趋势不确定。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的平均初婚

年龄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中，1986–1991年的平均初婚年龄下降主要与中国1980年

新《婚姻法》的颁布有关。虽然《新婚姻法》相对于1950年《婚姻法》将中国男女的法定婚龄各自

提高了2岁，但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以行政规定的形式将男女婚

龄提高了5岁左右
②

（王忠，2003）。也就是说，新《婚姻法》的颁布事实上引起了人口平均初婚年

龄的短期下降；1992–2010年平均初婚年龄总体呈上升趋势，除了受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影

响外，还可能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有关（王鹏和吴愈晓，2013；刘昊，2016）。接着，从图1中有

关粗结婚率的变动来看，1986–2002年间中国结婚率呈下降趋势，但2003年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当然，粗结婚率的上升很有可能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的。为了排除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我

们分析了各适婚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变化趋势（见图2至图4）。从中可以看出，在2003年以前，各

适婚年龄段人口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的同时，结婚率也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之后，这种共同

下降的趋势开始发生改变，2003–2005年间结婚率开始出现上升趋势；2005年之后，20–29岁和

20–3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虽然也开始上升，但结婚率上升斜率更大，甚至在20–39岁人口占比

下降的情况下依旧上升。这就是说，人口数量的增加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结婚率上升的现象。

那么，年轻人口究竟是推迟了结婚还是选择不婚？人们的普遍观点是高等教育推迟了年轻

人口的初婚年龄，进而导致其更容易不婚。但在排除了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之后，中国结婚率

依旧上升的事实表明，高等教育虽然推迟了中国人口的结婚年龄，但可能并未导致更多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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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6–2010年平均初婚年龄和结婚率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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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3–2013年结婚率与20–29岁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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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每千人的结婚数。本文所用结婚率均为粗结婚率数据。

②相对于1950的《婚姻法》。



择不婚。我们知道，2003年是第一批扩招生（1999年入学）进入社会的年份，如果教育水平的提

高真的不利于婚姻匹配，那么在扩招的冲击下，中国结婚率应该以更快的速度下降，至少不应

该上升。但实际数据显示，2003年以后中国的结婚率却呈上升趋势。那么，高校扩招真的降低了

中国结婚率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尝试利用Abadie和Gardeazabal（2003）提出的合成控制

法进行分析与验证。首先，我们挑选世界上若干国家并对其进行适当的线性组合（反事实组），

构造出一个最优“合成中国” ①
；接着，通过对这个没有实施扩招政策的“合成中国”与“真实中

国”的结婚率进行比较，分析高校扩招政策对中国婚姻率的影响。这对推动社会形成更加多元

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婚姻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文献回顾：初婚年龄、结婚率与高校扩招

（一）初婚年龄能否很好地度量结婚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普遍呈上升趋势（於嘉和谢宇，2013）。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也开始逐年增加（见图1）。在分析高等教育对结

婚率的影响时，一些学者通常以初婚年龄的推迟作为判断中国结婚率下降的依据（於嘉和谢

宇，2013；吴要武和刘倩，2015）。但初婚年龄是否能够很好地度量结婚率呢？理论上讲，个体教

育主要从两方面影响初婚年龄：一方面，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导致绝大多数在校学生因时间、

精力和经济独立性等因素的限制，在难以兼顾学业与家庭的情况下，选择完成学业之后再去承

担家庭责任（Thornton等，1995；Raymo，2003；王鹏和吴愈晓，2013），客观上推迟了初婚年龄

（Blossfeld和Huinink，1991；Sweeney，2002；刘爽和高华，2015）；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提

升了女性的经济地位，推迟了她们进入婚姻的时间。一些以性别角色专业化理论为基础的经验

研究发现，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会降低她们进入婚姻的动力（White，1981；Cready等，1997）。一

是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大的竞争力，相应地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预

期收益就越低（王鹏和吴愈晓，2013）；二是由于男女平等程度的提高和晚育风险的降低，使女

性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进而推迟了她们进入婚姻的时间，甚至不结

婚。但之后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指出只有在性别角色分工严重的社会，女性受教育

程度才与其结婚机会呈负相关关系，而在性别分工不那么明显的国家或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

带来的经济优势会增加其进入婚姻的概率（Ono，2003）。随着社会经济压力的上升，这种促进

作用将更加明显（於嘉和谢宇，2013）。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虽然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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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3–2013年结婚率与20–34岁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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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3–2013年结婚率与20–39岁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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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合成中国”与“真实中国”在扩招政策冲击前的结婚率拟合度最高。



致晚婚，但未必会导致结婚率的下降。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高学历女性中的大多数人只

是推迟了结婚，并不是选择不婚（Goldstein和Kenney，2001；Isen和Stevenson，2010）。此外，作为一

个“普婚”的国家，中国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很强，终身未婚率很低（刘昊，2016）。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初婚年龄的推迟不足以说明结婚率的下降，利用初婚年龄来衡量结婚率的做法也是

有待商榷的。

（二）高校扩招真的降低结婚率了吗？

虽然一些研究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会降低其结婚的动力（White，

1981；Cready等，1997）和可能性（Lichter等，1991；吴要武和刘倩，2015）；但婚姻寻找理论指出，

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经济潜力在婚姻形成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Oppenheimer，1988）。尤其，在当

前社会结构激烈变动的大环境下，经济上的压力
①

使得仅靠男性收入难以负担整个家庭的情况

越来越普遍，那么在经济实力（或经济潜力）上具有优势的女性进入婚姻的几率将会变得更

大。一些利用“事件史分析法”（Lichter等，1992；Thornton等，2016）和“世代比较法”（Lichter等，

2002）进行的经验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一观点。另外，研究现代美国女性婚姻行为的文献发现，与

过去相比，现在大学毕业的女性选择结婚的人越来越多（Goldstein和Kenney，2001），且有大学文

凭女性的结婚率和再婚率都要高于受教育年份较少的女性（Isen和Stevenson，2010）。从婚姻回

报率的角度来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使女性从婚姻中获得更高的收益
②

，同时男性还可以

从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妻子那里获得多方面的好处，如子女的教育和健康（Currie和Moretti，

2003；Liu和Nordstrom Skans，2010）。还有一些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对婚姻市场影响的研究显示，

作为普婚国家，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更多的是推迟结婚而非不婚，并指出高等教育提升了

中国女性的人力资本，使其可以更加耐心地寻找合适的婚姻，但在30岁之前仍会较为普遍地进

入婚姻（刘昊，2016）。此外，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由于结婚较晚、生育孩子更少且将结婚作为一

种 经 济 保 证 的 可 能 性 更 小 ， 从 而 更 加 享 受 婚 姻 和 家 庭 生 活 ， 其 婚 姻 质 量 和 稳 定 性 也 就 越 高

（Isen和Stevenson，2010）。这些无疑也提高了高学历女性进入婚姻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虽然教育推迟初婚年龄的观点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肯定，但关于教育对结

婚率的影响尚未取得一致意见。那么，扩招政策的实施究竟对中国结婚率的变动带来什么样的

影响呢？下文展开实证分析。

三、  中国的现实情况分析：扩招与婚姻

（一）初婚年龄与结婚率的关系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批年轻人口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至

2013年，中国普通高等院校本专科及研究生招生人数达783万，约占适龄人口的50%。教育时间

的延长客观上推迟了中国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由于以往中国女性进入结婚的年龄相对较小，

高等教育对其初婚年龄推迟的影响可能要大于男性（刘爽和高华，2015）。但是，作为性别分工

不明显
③

和相对传统的普婚国家，选择推迟结婚并不意味着以后一定不结婚。根据吴要武和刘

倩（2015）给出的有关中国各年龄阶段研究生有配偶比例的数据，我们发现虽然随着时间的推

移，各年龄段有配偶的比例都呈下降趋势。但年龄段越大这种差距就越小，考虑到当下人们普

遍选择推迟进入婚姻的现状，本文认为仅通过比较不同时点同一年龄段有配偶比例的下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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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住房改革带来的房价上涨等。

②自身人力资本和丈夫的收入。

③作者利用CGSS2013数据计算得到，我国80后群体中60%以上的家庭由夫妻双方共担家庭支出。



判断结婚率下降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如果比较45–49岁年龄段有配偶的数据，可以发现不同

调查年份中有配偶的人口比例都趋于一致，没有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综上所述，虽然

当下人们的结婚年龄推迟了，但是婚姻市场可能并未出现结婚率下降的现象。

实际上，由于高等教育的推广，年轻人有足够的机会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期未来

获得更高的收入。加之，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年轻人思想更加开放，比其父辈对婚姻年龄的

容忍度更高，也更有可能推迟进入婚姻市场。与此同时，高校扩招不仅会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

人群，那些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也有可能受到这些人示范效应的影响而选择推迟进入婚

姻市场。也就是说，年轻人推迟进入婚姻能够解释中国初婚年龄的上升，但这并不一定就表明

婚姻市场的匹配率下降了。人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进入婚姻市场，而这个“一定的年龄”是在

不断变化的。所谓“剩男剩女”的概念都是建立在过往的思想观念之上，认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早

已应该进入婚姻市场，而那些过了“一定的年龄”还没有搜寻到配偶的人，是婚姻市场中的“被

剩下”的失败者，于是便根据初婚年龄的推迟来推断结婚率出现了下降。那么，初婚年龄和结婚

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这样的判断是否成立呢？事实上，通过图1至图4我们发现，在1990–2003年

间，这种判断基本成立，但在2003年前后，这种负相关关系就不存在了，甚至呈现出了一定的正

相关关系。我们知道，扩招会在客观上导致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如果扩招同时导致结婚率下

降，那么这种负相关关系就不应该在2003年前后瓦解，反而会更加明显。考虑到2003年前后是

扩招后第一批本专科学生毕业的年份
①

，那么是否扩招导致了这种负相关关系的瓦解呢？

（二）高校扩招对结婚率的影响

从理性人角度出发，人们之所以有意愿结婚是因为组成家庭生活比自己单独生活所得到

的效用更大。因此，人们在进入婚姻市场时会寻找那些能够使自己效用水平提升的伴侣。那

么，结婚率的高低将主要取决于“婚姻市场中满足以上条件的异性数量”②
和“寻找满足以上条

件异性的难易程度”。本人认为，高校扩招正是通过影响这两大因素进而对中国整体结婚率产

生正面影响的，具体来讲：

第一，高校扩招政策扩大了婚姻市场中满足以上条件的异性数量。一方面，从20世纪末开

始，中国婚姻市场上的择偶模式逐渐出现教育同质性回潮，即夫妻双方具有同等教育水平的家

庭比重上升的现象（李煜，2008；潘丽群等，2015）。由于长久以来，中国男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要高于女性，这无疑限制了中国男性的择偶范围。但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在校大

学生中女性的占比，男性择偶范围得以扩大，这可能会促进结婚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婚姻观

念的转变以及性别比例的失衡，使得中国夫妻之间的婚龄差发生了较大变化，“女大男小”的婚

配比例明显增加，并与“男大女小”的比例基本持平（刘爽和梁海艳，2014）。这意味着接受过高

等教育的大龄女性的择偶范围也得以扩大。

第二，高校扩招政策降低了寻找满足以上条件异性的难度。高等教育虽然挤占了原本用于

婚姻市场搜寻的时间（推迟了初婚年龄），但是扩招使得大批同龄年轻人口集聚在一起，长年

累月的学习与生活使他们有足够的机会和时间去接触、认识和了解彼此，这可能会使其积累一

定的人际交往经验，进而提高其未来进入婚姻市场的搜寻效率；与此同时，扩招也加大了中国

的 人 口 流 动 ， 提 高 了 人 们 之 间 的 接 触 频 率 ， 使 得 进 入 婚 姻 市 场 的 搜 寻 者 更 容 易 找 到 理 想 的

目标。

我们知道，扩招最大的影响在于扩大了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比例。根据现有文献和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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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2年是扩招之后第一批大专生毕业的年份，而2003年是扩招之后第一批本科生毕业的年份。

②由于中国现行法律并不认可同性结婚等情况，因此这里不考虑同性恋等少数群体。



分析，在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增加的这部分人群在婚姻市场中会受到更多的青睐，人们为了

提高婚姻价值，会期望寻找教育水平更高的配偶，因而扩招的冲击不仅仅局限于接受高等教育

的群体，还会对整个婚姻市场造成冲击。当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对配偶的要求也更高，这

将不利于婚姻市场的匹配。总的来看，高校扩招对于结婚率的影响并不能确定。

综合现有研究和上文分析，我们认为高校扩招确实是导致中国初婚年龄普遍上升的因素

之一，但初婚年龄的上升未必意味着结婚率的下降。同时，扩招对中国结婚率的影响是双向

的，但仅从理论角度无法探知其综合影响的正负。因此，高校扩招对中国结婚率产生的净影响

需要通过精确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接下来，我们将利用控制合成法进行探究。

四、  模型设置与实证策略

（一）模型设置与参数估计方法

一般而言，可以利用DID方法（双重差分法）来测度扩招影响中国结婚率的平均效应。但是

传统的DID方法需要有合适的控制组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婚姻观在

逐渐改变，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适婚年龄的定义是在不断变化的。无论是使用不同时期同一年

龄段的人群，或是使用同一时期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作为对照组，都是将具有不同婚姻观念的两

组人进行比较。考虑到扩招对不同婚姻观念的两组人影响显然是不同的，而利用DID方法无法

解决对照组和控制组的异质性问题，进而无法准确估计出扩招对结婚率的影响。此外，传统的

双重差分模型假设所有个体的时间趋势均相同
①
，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找到符合这一假设的对照组。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基于Abadie和Gardeazabal（2003）提出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思想，采用Abadie等（2010）的方法，通过数据特征构造出一个反事实对照组，从

而更加合理地推测出扩招对中国结婚率的影响。与传统的DID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两大优

势：第一，将“冲击”发生前处理组和各对照组的各预测变量进行对比，而后利用最小化预测变

量差值的方法，将各对照组赋予不同的权重，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反事实对照组。

该方法是根据数据来选择线性组合的最优权重，避免了研究者主观选择控制组的随意性（王贤

彬和聂海峰，2010；刘甲炎和范子英，2013）。此外，又由于合成控制法的权重必须非负，可以避

免使用回归法时权重可能出现负值的情况，从而避免了过分外推问题（Abadie等，2015）。第二，

该方法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对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双重差分法进行的推广，放松了过

于严格的平行趋势假设，允许互动固定效应存在，可以体现面对冲击的异质性反应。

Mit

i = 1, · · · ,N +1 t = 1, · · · ,T0, · · · ,T

Mn
it MI

it

具体而言，假设可以观测的样本为N+1个地区，一共T期的面板数据，我们记 为地区 i在

第t期的结婚率数据，其中， ； ，T0为扩招开始对婚姻市场产生影响

的时期；第1个地区（中国大陆）为受到扩招影响的地区，其他N地区为对照组且未受到扩招的

影响。我们用 表示地区 i在时期 t没有受到扩招冲击时的结婚率， 表示地区 i受到扩招冲击

以后的结婚率。由于扩招从第T0期开始对婚姻市场产生影响，因此可将扩招冲击对中国结婚率

的影响效果（处理效应）写为：

α1t ≡ MI
1t −MN

1t = M1t −MN
1t(t = T0+1, · · · ,T ) (1)

α1t=0 α1t > 0 α1t < 0

M1t MN
1t α1t MN

1t

MN
it

如果扩招冲击对于我国结婚率没有影响，则 ；有正向影响，则 ，否则 。由

于式（1）中 已知， 未知，估计扩招冲击对结婚率的影响效果 就等同于对 进行估计。

于是，我们借鉴Abadie等（2010）的思路，假定 由以下因子模型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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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平性趋势假设（parallel trend assumption）。



MN
it = δt +βt

′zi+λt
′µi+εit (2)

δt zi (1× r) βt (1× r)

λt ui

ui λt ui λt

εit

其中， 为时间固定效应（time fixed effects）； 为可观测变量所组成的 阶向量； 为 阶

未知参数向量； 和 为不可观测的互动固定效应（Interactive Fixed Effects），即个体固定效应

与时间固定效应 的乘积（Society，2009），与传统的DID模型相比， 的系数 不再是常数，而

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因此取时间差分并不会消除个体固定效应，这样的设置可得到更有效

的估计（苏治和胡迪，2015）； 为随机扰动项，期望值为0。

接着，建立一组N×1阶权重向量：
W ≡ (w2, · · · ,wN+1)′ (3)

wi wi > 0 j = 2, · · · ,N +1
∑N+1

i=2 wi = 1 W其中， 表示地区i的权重， ， ，且 。给定任意权重向量 ，我们将各

地区相应的权重值代入式（2）并相加，可得到：
N+1∑
i=2

wiMN
it = δt +βt

′
N+1∑
i=2

wizi+λt
′

N+1∑
i=2

wiui+

N+1∑
i=2

wiεit (4)

MN
1t用 减去式（4），并对等式两边同时求期望值有：

E
(
MN

1t −
N+1∑
i=2

wiMN
it

)
= E

(
βt′

(
z1−

N+1∑
i=2

wizi

))
+E

(
λt′

(
u1−

N+1∑
i=2

wiui

))
+E

(N+1∑
i=2

wi (ε1t −εit)
)

(5)

E
(

N+1∑
i=2

wi (ε1t −εit)
)
= 0 W E

(
βt
′
(
z1−

N+1∑
i=2

wizi

))
Eu

(
λt
′
(
u1−

N+1∑
i=2

wiui

))
E

(
MN

1t −
N+1∑
i=2

wiMN
it

)
N+1∑
i=2

wiMN
it MN

1t

ui W

由于式（5）中 ，若能找到合适的权重矩阵 使得式（5）中

和 均为0，那么 则为0， 便是 的无偏估计。虽然

我们无法观察到个体固定效应 ，但Abadie等（2010）发现，如果能找到权重矩阵 满足：

z1 ≈
N+1∑
i=2

wizi,M1t ≈
N+1∑
j=2

wiMit(1≤t≤T0) (6)

就会有，

u1=

J+1∑
j=2

w ju j (7)

MN
1t Mit

zi W∗

W∗
N+1∑
i=2

w∗i MN
it MN

1t

α1t

α̂1t

于是，为估计 ，只需根据冲击发生之前（第1期至T0期）的结果变量 和可以观测的预测

变量 ，找到合适的权重矩阵 使得式（6）成立即可。Abadie等（2010）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
①

，

当冲击前期数T0趋向无穷大时，若 能够使得式（6）成立，则合成控制估计量 是 的

渐近无偏估计量，进而可得到扩招冲击对于中国结婚率的影响，即处理效应 的渐进无偏估

计量 ：

α̂1t ≡ M1t −
N+1∑
i=2

w∗i MN
it (t = T0+1, · · · ,T ) (8)

α̂1t

(M1t, · · · ,M1T0 ,z1
′)

{
(M2t, · · · ,M2T0 ,z2

′), · · · , (MN+1t, · · · ,
MN+1T0 ,zN+1

′)
}

W∗

W∗ min∥X1−X0W∥

也就是说，得到 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权重矩阵使得式（6）成立。如果第一个地区的特

征 向 量 位 于 其 他 地 区 特 征 向 量 组 的 凸 组 合

之内，则存在 使得式（6）严格成立。由于现实中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权重矩阵

使得式（6）严格成立，因此Abadie等（2010）建议通过最小化合成控制地区的预测变量与受冲击

地区之间的“距离”来确定最优权重矩阵 ： 。其中，“距离”的定义为：

∥X1−X0W∥ =
√

(X1−X0W)′V(X1−X0W)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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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版面所限条件略，详见Abadie等（2010）。



r+ s s

(T0×1) K = (k1,k2, · · · ,kT0 )′

M̄K
j =

∑T0
t=1 ksMit s K1K2· · ·Ks M̄K1

j M̄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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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r+ s X1 = (z1
′, M̄K1

j , · · · , M̄
KS
j )

r+ s X j r+ s r+ s

X0 V r+ s r+ s

其中，（（ ）×1）阶向量X1为受冲击地区的预测变量和1到T0期结果变量的 线性组合构成的向

量。具体而言，我们利用 阶向量 与1到T0期结果变量组成的向量相乘，

可得到线性组合 ，然后利用 这样的向量 得到 线性组合

，最后将其与预测变量合并组成（（ ）×1）阶向量 。同样，我们可以得

到其他N个地区的（（ ）×1）阶向量 ，这N个（（ ）×1）阶向量合并得到（（ ）×N）阶矩阵

； 是（（ ）×（ ））阶对称且半正定矩阵（positive semi-definite matrix）。

V

V V

∥X1−X0W∥ V

W∗ (V) V

考虑到任意满足条件的矩阵 虽然都不会影响估计值的无偏性，但会影响估计值的均方误

差，因此需要确定最优的矩阵 。矩阵 一方面可依据X1、X0中变量的重要性进行设定；另一方

面可依据实际数据进行设定，即首先通过最小化 ，得到依赖于矩阵 的最优权重矩

阵 ，接着通过最小化“均方预测误差”（MSPE）确定最优矩阵 ：

min
v

1
T0

(M1−M0W∗(V))′(M1−M0W∗(V)) (10)

M1 = (M11,M12, · · · ,M1T0 )′

M j j M0 · · ·MN+1

M0 = (M2,M3, · · · ,MN+1)

其中，M1为地区1由第1期到第T0期结婚率组成的（T0×1）阶列向量， ；

类似地， 为地区 第1期到第T0期结婚率组成的（T0×1）阶列向量， 为向量M2、M3 组成

的（T0×N） 阶矩阵， 。

由此可知，在通过数据得到最优权重矩阵时，结果变量的线性组合和预测变量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①

。因此，本文对结果变量的线性组合和预测变量做了如下选择：首先，按照一般惯

例，结果变量的线性组合直接使用冲击发生之前结果变量的均值，本文中为扩招对结婚率发生

冲击前结婚率的均值。其次，确定了以下预测变量：（1）女性人口比例。男女比例会对婚姻匹配

产生直接影响，无论是男多女少，还是女多男少，都会导致数量相对较少的性别成为稀缺资

源，从而不利于婚姻匹配，合适的男女人口比例则有利于提高结婚率，本文使用女性人口占总

人口比例来度量男女人口比例。（2）生育率。生育和婚姻密切相关，一个地区人们的生育观往

往和婚姻观存在着紧密联系，但由于难以找到一个度量地区婚姻文化的合适变量，因而本文考

虑用女性人均生育率来度量当地的生育观，并将其作为度量当地婚姻观念的代理变量。（3）男

女失业比。很多地区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会影响人们的婚姻选择行为。考虑到男女就业差

异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这种不平等，本文将使用男女失业比来度量男女不平等程度。（4）适龄

人口比重。一个地区的年轻人越多，结婚率自然就越高，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同地区平均结婚年

龄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使用20–29岁、20–34岁、20–3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三

个指标来度量适龄人口比重。（5）人均受教育程度。人们的婚姻观念往往会受教育水平的影

响，因此本文使用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
②

。最后，我们选用粗结婚率作为结

婚率的度量指标
③

。此外，为了解决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我们还将1993年、1998年和2002年三

个年份的结婚率纳入预测变量中，以期获得更加准确的估计效果。

（二）扩招冲击时间节点的确定

自1999年起，中国大规模增加了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大学

校园。但是，考虑到目前中国年轻人在大学期间结婚的事例非常罕见，在毕业之前扩招可能只

是推迟了他们结婚的年龄，未必降低了他们的结婚概率，因此将1999年作为扩招对结婚率冲击

时间点是不合适的。鉴于第一批受到扩招冲击的专科生在2002年毕业，而本科生在2003年毕

业，将冲击时点定在2002年或者2003年更为合适。又由于到2003年，第一批受到冲击的大学生

100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8年第3期

①如果所选择的预测变量与结果变量没有关系，那么所得到的矩阵便无法很好地完成“合成”任务。

②感谢审稿人对预测变量提出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③由于数据限制，我们只能使用粗结婚率数据（即每千人结婚数），虽然这一数据包含了再婚的数据，但考虑到再婚数据相

对而言非常小，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才可基本全部毕业，扩招冲击的影响才能开始全部显现，故本文最终选择2003年作为扩招对中

国结婚率产生影响的时间节点。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

合成控制法需要利用其他未受到冲击的地区拟合出一个反事实的未受冲击的处理组地

区，就本文而言，我们需要用其他国家拟合出一个未受冲击的“合成中国”。由于各国的实际婚

恋市场均存在一定差异，且难以被清晰地观测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对照组数据用来

合成处理，以求能够找到更为精确的矩阵进行拟合。出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选取了以下

35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作为用于合成对照组的样本：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白俄罗

斯、保加利亚、波多黎各、波兰、韩国、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菲律宾、哈萨克斯坦、荷兰、加

拿大、捷克、立陶宛、卢森堡、罗马尼亚、美国、蒙古、墨西哥、挪威、日本、西班牙、土耳其、委内

瑞拉、乌克兰、新加坡、新西兰、意大利、英国、中国澳门、中国香港。此外，我们选取的指标均为

比例型指标，也无须担心绝对面积或人口数量造成的影响。考虑到时间跨度的限制，本文选取

了1993–2013年为研究的时间跨度，自1993年到扩招冲击节点2003年共10年时间，可以保障我们

确定的权重矩阵合理有效。其中，结婚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中文）和联合国

《人口统计年鉴》（英文）；女性人口比例、生育率、男女失业比以及三个度量适龄人口比重指标

的数据都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人均受教育程度指标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发布的人均受教

育年限数据。

（二）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表1给出了对照组样本的权重赋值

表，从中可以看出韩国和菲律宾的权重赋值

最高。这两个国家都属于东亚文化圈范围，婚

恋文化与中国相似，且经济发展趋势也与中

国相似，故权重最高。

然 后 ， 表 2 给 出 了 扩 招 冲 击 发 生 之 前

（1993–2002年），中国、合成中国以及对照组样

本的预测变量平均值之间的对比。由表2可以

表 1    对照组样本权重赋值表

国家/地区 权重

保加利亚 0.047

波多黎各 0.075

韩国 0.376

菲律宾 0.264

墨西哥 0.061

土耳其 0.099

中国澳门 0.078

表 2    高校扩招前中国与合成中国预测变量平均值的对比（1993–2003年）

预测变量 中国 合成中国 用于合成对照组的35个样本

女性人口比例 48.60 50.32 50.74

生育率 1.59 2.32 2.17

男女失业比 1.35 1.21 1.12

平均受教育年限 7.07 8.53 7.45

20–29岁人口占比（%） 18.78 17.36 16.70

20–34岁人口占比（%） 27.99 25.49 24.50

20–39岁人口占比（%） 35.57 33.23 31.97

结婚率1993（‰） 7.70 7.72 7.24

结婚率1998（‰） 7.09 7.04 6.48
结婚率2002（‰） 6.14 6.18 5.68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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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对照组的各个预测变量的平均值，特别是1993年、1998年和2002年的结婚率，与中国相差

较大，并非一个合适的对照组，而合成中国与中国的各预测变量中除了生育率的平均值差距相

对较大，其他的都非常接近。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所致。总体来

讲，合成中国很好地复制了中国婚姻市场的特征，这也意味着本文利用合成控制法得到的结果

是合理有效的。

接下来，具体分析高校扩招对中国结婚率的影响。首先，我们计算出了1993–2013年间中国

与合成中国的结婚率变动趋势
①

（见图5）。可以看出，在2003年以前，两者相差不大；而在2003年

以后，中国的结婚率开始明显高于合成中国的结婚率，且这一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这一影响，我们又计算了中国与合成中国的结婚率之差
②

，并据此画出

两者差距的变化趋势（见图6）。不难看出，2003年以前，两者的差值一直在0附近，表明合成中国

很好地复制了中国婚姻市场的特征，合成控制法是合理有效的；2003年以后，两者每一年的差

值始终为正，即处理效应为正，表明扩招冲击不仅没有降低中国结婚率，反而促进了中国结婚

率的上升。于是，可以确定扩招冲击对于中国结婚率的影响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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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93–2013年中国与合成中国结婚率变动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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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93–2013年中国与合成中国结婚率的差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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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及后文的详细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②其中，2003年以前的差值代表二者结婚率的差距，其绝对值越小，说明利用合成控制法得到的合成中国对真实中国的婚

姻市场特征复制越成功，反之则说明合成控制法不适用；2003年以后的差值则代表扩招冲击对中国结婚率造成的影响，即为处

理效应。



此外，由图6还可以看出，2003年之后（2005年和2011年除外）的每一年，扩招冲击所带来的

正向影响总是比上一年的影响更大。很显然，扩招冲击对于中国结婚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这

种正向影响在不同年份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且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这一现象并

不难以理解，首先扩招并非一步到位，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是在1999年以后逐渐增加

的；其次，扩招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中直接受到扩招影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其示范作

用也得到更广泛传播。此外，这种非线性的影响效果也表明，使用合成控制法比传统的DID方

法更加准确有效。

（三）高校扩招对不同性别结婚率的影响

一般认为，扩招会使得男女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问题得到改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男

女比例会随着扩招而不断接近（Goldin等，2006）。因此，扩招对于两性结婚率的影响可能有所

不同。于是，我们利用合成控制法分别测算了扩招冲击对中国男性和女性结婚率的影响，计算

出中国与合成中国在男性和女性结婚率上的差值，并画出了相应的变化趋势图（见图7）。

结果显示，无论从女性角度还是男性角度，中国与合成中国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扩

招冲击对女性和男性的结婚率都存在一个明显的正向影响。但是，扩招冲击对女性结婚率的正

向影响要略大于男性，这一结论与主流的观点不同。一般认为，一个地区扩大教育规模时，受

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女性收入提高并使女性经济更加独立，因此会选择不婚，进而导致女性

不婚比例上升乃至整体结婚率下降。但本文认为，女性经济独立不代表会选择不婚。根据理性

人假设，个人之所以选择结婚，是因为两个人组成家庭生活所获得的效应水平比一个人生活的

效应水平高。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独居生活效应水平相对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无法找

到可使其获得比独居更大效应水平的婚姻伴侣。事实上，有研究显示，婚姻双方越来越多的呈

现 出 同 质 性 特 征 ， 即 人 们 越 来 越 倾 向 于 寻 找 和 自 己 教 育 背 景 相 似 的 异 性 伴 侣 组 成 家 庭

（Sweeney，2002；潘丽群等，2015）。此外，虽然中国劳动力市场仍存在性别歧视，但是相当一部

分家庭都属于夫妻双方同时为家庭贡献收入的双收入模式
①

。这种分工条件下，通常女性的经

济条件越好越有利于其婚姻匹配（Lichter等，1992）。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婴儿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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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国女性/男性结婚率与合成中国女性/男性结婚率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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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3年CGSS的数据显示，我国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所组成的双收入家庭占63.72%，195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所组成的

双收入家庭占56.03%。



程度（Currie和Moretti，2003）和教育（Liu和Nordstrom Skans，2010）均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正相

关。根据理性人假说，男性理应更愿意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作为配偶。基于以上分析，我

们认为，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理应更加“抢手”，而扩招使得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口增

长，这无疑会对女性结婚率的提高产生更大的正向影响。

（四）安慰剂检验

1. 基于地区的安慰剂检验

虽然实证结果表明扩招冲击对中国结婚率有正向影响，但上述实证结果无法确定这种正

向影响是源于扩招而非其他因素，且这种正向影响的显著性也需要进一步验证。因此，本文借

鉴Abadie等（2010）所提出的“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来进行统计检验。我们先将对照组中的

国家或地区进行合成控制分析，即假定其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像中国一样进行了高等教育扩招，

且扩招冲击时间点同样是2003年。然后再使用合成控制法，利用对照组中剩余的样本构造出该

样本的合成控制对象，并得到该样本与未实施扩招的合成控制对象的结婚率差异，这种差异即

为“安慰剂效应”。最后，依照以上方法，依次计算对照组中每个国家的“安慰剂效应”。需要指出

的 是 ， 在 进 行 安 慰 剂 检 验 时 ， 如 果 某 个 国 家 或 地 区 在 扩 招 冲 击 产 生 影 响 之 前 的 均 方 误 差

（MSPE）特别大，则表明合成控制法的效果很差，扩招冲击产生影响之后的处理效应也会特别

大，那么该“安慰剂效应”就不可信。

为了避免MSPE过大，本文选取了扩招冲击产生影响前MSPE在1以内的20个国家或地区，

并将其安慰剂效应与中国的处理效应进行比较（见图8）。结果显示，扩招冲击对中国结婚率的

正向影响（处理效应）要明显大于其他20个国家或地区的安慰剂效应。如果扩招并未对中国结

婚 率 产 生 正 向 影 响 ， 那 么 在 一 共 21个 国 家 或 地 区 中 ， 中 国 的 处 理 效 应 恰 好 最 大 的 概 率 为

1/21（≈0.048<5%），即扩招冲击对中国结婚率并未产生正向影响的概率小于5%。因此，我们可以

认为这种正向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以上安慰剂检验只是将处理组的处理效应和对照组的安慰剂效应进行了比较，证明处理

组 的 处 理 效 应 比 安 慰 剂 效 应 更 大 。 但 是 ， 如 果 在 扩 招 冲 击 产 生 影 响 前 处 理 组 的 均 方 差

（MSPEpre）就很大，那么合成控制法就无法很好地预测处理组的结果，变量在扩招产生影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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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国与控制组国家或地区的真实结婚率与合成结婚率之差的变动趋势

注：图8中深色曲线表示中国的真实结婚率与合成结婚率之差，浅色曲线表示控制组国家或地

区的真实结婚率与合成结婚率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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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的均方差（MSPEpost）也会很大。鉴于此，我们利用两者的比值来控制MSPEpre的影响。

如果扩招确实对中国结婚率有较大的正向影响，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安慰剂效应相对较小，那

么MSPEpost与MSPEpre之比值应该明显大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为此，我们计算了中国以及其他

20个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MSPEpost/MSPEpre值 ， 具 体 结 果 如 图 9所 示 。 从 图 9可 以 看 出 ， 中 国 的

MSPEpost大约是MSPEpre的4 600倍，远远大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MSPEpost/MSPEpre①
。同样，如

果扩招对中国结婚率没有产生正向影响，中国的处理效应大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安慰剂效应

的概率只有1/21（≈0.048<5%）。

2. 基于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通过地区安慰剂检验可以确定，高校扩招对中国结婚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考虑到

扩招冲击时间节点选择的主观性，我们借鉴Abadie等（2015）基于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in-time
placebo test）方法，对扩招冲击的时间节点进行检验。具体而言，假设扩招冲击产生影响的时间

节点为2000年，而后再次利用控制合成法对扩招产生的影响进行估计（如图10所示）。结果显

示，当扩招冲击节点设为2000年时，对比中国与合成中国结婚率的走势不难发现，2003年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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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处理组与控制组国家或地区的MSPEpost/MSPEpre

注：横轴为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编号，第一个为中国；竖轴表示MSPEpost/MSPEpr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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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基于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注：假设扩招冲击的影响起始于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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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者之间产生明显差异的节点。

同样，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以2000年为冲击点时高校扩招对中国结婚率的影响，我们计算

了该情形下中国结婚率与合成中国结婚率之间的差值，并据此画出了变化趋势（见图11）。从

图11可以看出，以2000年为扩招冲击点时，2000年至2003年中国与合成中国结婚率的差值不

大，而在2003年以后两者的差值才逐渐显现。这意味着，假想的2000年为冲击点是无效的，高校

扩招真正开始对结婚率造成影响的时间点应为2003年。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计算出了两个不同时间冲击点下，历年的中国与合成中国的

结婚率差值，并据此画出了走势图（如图12所示）。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以2000年还

是以2003年为时间冲击点，中国与合成中国的结婚率之间差值的具体走势基本一致：在2003年

以前走势较为平稳，但是2003年以后开始急剧上升。这再次说明，扩招冲击真正开始影响结婚

率的时间节点是2003年。

六、  总结与讨论

近年来，随着“单身潮”、“剩男剩女”、“晚婚晚育”现象的凸显，高校扩招对中国婚姻市场的

冲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讨论。但是，从中国粗结婚率的变动趋势来看，2002年开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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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中国与合成中国的结婚率差值变动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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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时间冲击点中国与合成中国的结婚率差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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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结婚率呈上升趋势，且人口年龄结构因素也无法完全解释这种现象。鉴于2003年是中国第

一批大规模扩招学生开始步入社会的时间，我们推测中国结婚率的上升有可能受到了扩招政

策的影响。于是，本文利用合成控制法，通过将中国与选取具有代表性的35个国家和地区构造

出合成中国的结婚率对比分析发现：2003年以前，二者之间相差无几；而在2003年以后，中国的

结婚率开始显著高于合成中国的结婚率，且这种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扩招

政策对中国结婚率产生了正向影响。考虑到教育对不同性别影响的差异性，本文通过合成控制

法分别研究了扩招对女性和男性结婚率的影响，发现扩招对女性和男性的结婚率都具有正向

促进作用，且对女性结婚率的影响要大于男性。我们认为，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女性占比的迅速

提升、婚姻市场的同质性匹配和女大男小的婚龄差趋势以及双收入的家庭模式等都可解释扩

招对中国女性结婚率的正向影响要大于男性的原因。为了排除其他因素以及冲击点主观性的

影响，我们分别进行了两种安慰剂检验，第一种通过假设扩招冲击影响其他地区，第二种假设

扩招冲击产生的时间节点提前，进一步验证了扩招对中国结婚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人们的惯常认知来看，扩招带来的受教育时间的延长以及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将

会导致人口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但据此推断社会整体结婚率下降是不对的。事实上，从图1可

以看出，初婚年龄上升和结婚率提高是可以同时出现的。本文认为，推迟初婚年龄并不意味着

不婚，高等教育推迟人们进入婚姻时间的同时，往往还提升了人们的经济潜力，提高了他们进

入婚姻的优势（於嘉和谢宇，2013）。特别在中国这种普婚且家庭性别分工不那么明显的国家，

个人教育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将更为明显。也许有人会质疑：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空

巢青年”，有近两亿适龄青年仍然保持单身，这便是婚姻市场整体结婚率下降的证明。对此，我

们并不否认当今中国存在着大量未婚青年男女，但这与结婚率上升的现象之间也并不存在必

然的矛盾。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婚所要面临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年轻人往往一时无

法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加之，人们婚姻观的不断变化，也使得以过往观念定义的“适婚”青年

不再认同自身已经达到“适婚年龄”，所以这部分年轻人群推迟婚姻年龄会引起结婚率的下降。

但与此同时，比这些人年龄更大一些的人群，他们认为自身已达到了“适婚年龄”，于是便陆续

进入婚姻市场，而这部分人的婚姻匹配效率可能非常高，以至于可以弥补之前的年轻人群推迟

初婚年龄对结婚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这部分人群结婚率的大幅上升，才

导致了中国同时出现“单身潮”和结婚率上升的现象
①

。

当然，本文的研究结论并非否认当前中国婚姻市场中存在的晚婚、不婚等现象，以及其可

能产生的不利社会影响，但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复杂，相应的解决途径也需要更具有针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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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Expansion Really
Reduce the Marriage Rate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Liu Bofan, Liu Ye
(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China has implemented education reform policy to expand enroll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ince 1999. The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pansion has given more people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A large number of unmarried “age-appropriate” populations have emerged in

society because the extension of education years has delayed the average age of marriage in China.

With the emergence of so-called “leftover men” and “leftover women”，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 argue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new “single tide” lies in the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enrollment policy. However，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theories and research，the scop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roups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an increase in single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areas where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s not obvious，higher education can eve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rriage matching. Therefore，the influence of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cy on the

marriage rate in China whos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s not obvious and whose proportion of

dual-earner families is larger is still controversial. Relevant statistics show that Chinese marriage

rate has shown a rising trend since 2003，and the demographic age structure cannot fully explain

this trend. So，are current Chinese young people opting for not getting married or just postponing

the age of marriag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o this end，we use the first year of undergraduate graduation (2003) influenced by the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cy as the impact node，then compare real Chinese marriage

rate with Synthetic China marriage rat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cy on Chinese marriage r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al Chinese marriage rate was almost the

same as Synthetic China marriage rate before 2003；yet the marriage rate of China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ynthetic China marriage rate，and the gap between them is getting wider and wider

since 2003. This means that the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pansion does not lead to the reduction in

the marriage rate，but promotes the increase in Chinese marriage rate. The conclusion still remains

true through two kinds of placebo inspections which exclude other factors and the impac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impact point.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opposite sex marriage behaviors，we further study male and female marriage rates. Then we find

that the policy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both male and female marriage rates，and the effect on

women  is  bigger  than  on  men.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expansion  of  enrollment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which is conducive

to women’s marriage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nature of the “homogeneity”

of marriage and the “double income” model of family in Chin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expansion not only improves the human capital level of the

whole society，but also benefits the matching efficiency of the marriage market.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expansion; marriage rat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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